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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是贸易在其改变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同时是否也会影响居民健康? 本文就国际贸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

回顾,着重综述贸易对健康的直接影响机制,主要通过营养、食品安全与疾病传播等渠道;以及

间接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劳动力就业、收入增长、收入不平等、公共服务、环境污染与对外援助

等渠道。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明确了健康不平等概念,分析了贸易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路径以

及贸易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贡献与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

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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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优质的国民健康水平是一个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源泉。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越来越密集,贸易市场

的扩大既增加了国民收入,也对居民身体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Labonté,2019)。随着贸易市场的扩

大,全球化浪潮不仅给贫困地区带来了食品、药品和经济收入(Fischer,1993),同时也可能带来污染、
疾病与不良的生活方式(Benzeval&Judge,2001;Chokshi,2018)。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民健康

水平,实现和谐发展的共同目标,厘清贸易与居民健康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贸易与健康的相关研究中,贸易的内涵较为宽泛,这里主要指的是“国际贸易”这一概念,即国

家间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Abuakeel,1999)。“健康”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

明确指出,其不仅包括没有疾病和身体不虚弱的生理状态,也包括人们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

好状态。因此,我们考虑的“健康”主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在健康研究中,最受关注

的是健康的量化与评估,对此,本文将健康变量测算的文献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Sen
(1998)首次提出死亡率作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来,大多数研究将居民死亡率或者预期

寿命作为健康水平的代理变量,这也是囿于数据资料的缺乏所致。而后,联合国基于这一变量进一

步推算出人类发展指数,对个体生存时间予以衡量。第二阶段,生命年、调整质量生命年、潜在寿命

损失和平均减寿年数等健康质量指标在研究中陆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学界对健康质量的测

算。第三阶段,基于近年来微观数据库和调查问卷的发展,“自评健康”指标成为大部分实证分析选

取的重要参考。
从理论层面来看,贸易对健康的影响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机制来实现:一方面,与经济较发达国家

的贸易能够产生知识外部性,而知识外溢效应能够通过增加医疗人才流动促进贫困地区在某些疾病

上的治疗效果,并且这些外部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地方医疗机构在设备和服务上的创新与规范,从而

创造一个有利于改善健康的社会环境(Owen& Wu,2007);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能够刺激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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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提高疫苗质量和医疗设备质量,并且能够通过增加政府税收进一步强化政府公共支出力度,从
而改善居民健康(Rodriketal,2004)。但目前针对贸易开放与健康关系的实证分析较少,已有的实

证文献也给出了较为复杂且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Coe& Helpman(1993)研究指出,贸易开放对

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从宏观上分析,贸易能够通过促进政府供给更多医疗服务和建立公共卫生机构

改善国民健康;从微观上分析,贸易带来的个人收入增长能够增加营养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从而

提高个人健康质量。Bhat(2015)以印度为例研究发现,国际医疗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

印度人民的健康水平,其原因在于贸易自由化为印度带来了先进的医疗器械和外科治疗措施,有
效地提高了印度的公共医疗保健水平。Jawadietal(2018)以1970-2015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

12个国家为对象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其原因主要有

两方面:其一是贸易开放能够为以上地区带来更多健康食品;其二则是由于贸易开放能够产生显

著的信息与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营效率,对居民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也有一些

研究指出贸易对居民健康具有不利影响。例如,Antweileretal(2001)研究指出,由于低收入国家

缺乏足够的贸易安全管理条例,贸易开放会造成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国家面临更多传染病威胁。

Copeland&Taylor(2004)研究指出,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居民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收入增长与环

境污染的权衡:一方面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国民收入增长,有利于居民营养支出的增加和卫生

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也产生了污染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面临日益加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从而有碍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Grossman& Krueger(1991)认为,贸易开放会加剧发展中

国家工业化进程,过度的贸易活动甚至会诱发过度工业化,增加工业污染,从而降低居民生活质量

与健康水平。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会产生众多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社会组织和政府

部门腐败率上升和卫生系统效率降低,从而对居民健康质量产生不利影响(Shleifer& Vishny,

1993)。
针对以上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将全面系统地梳理已有的相关文献,其特色之处在

于:(1)目前,国外针对贸易与健康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然而,国内有关贸易与健康的研究较为滞

后,现有的几篇相关研究也仅从卫生条件分析了贸易产生的健康效应。本文系统化地梳理贸易对健

康的影响研究文献,既能够深化我们对贸易的健康效应的理解,又能够为今后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思路。(2)本文的文献梳理在内容上包括贸易对健康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同时分析贸

易及其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将贸易、健康、健康不平等以及贸易政策等研究热点纳入统一研究

框架,在研究内容和结构上都更加丰富且完整。(3)本文针对国外的贸易与健康的研究发展进行了

总结,从而能够为我国国民健康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思路上的启发。当前,学界对于居民健康问题

的关注与日俱增,卫生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交叉,使我们对健康问题背后的影响因

素产生越来越深刻的思考。遗憾的是,国内有关贸易理论和健康经济学的融合尚未得到一定关注,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将能够为今后的贸易发展与健康改善提供一定的政策性支持。为此,本文首

先梳理贸易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研究;其次,分析贸易对健康的间接影响;再次,提出健康不平等的概

念以及阐述贸易发展及贸易政策对健康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最后,针对贸易与健康的未来研究进行

展望。

二、贸易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影响健康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的营养摄入、食品安全与疾病等(Labonté,2019),因此,本文

将逐一梳理对贸易对居民营养、食品安全与疾病传播直接影响的相关文献。
(一)贸易与居民营养

贸易与居民营养的关系问题最早由Thow(2009)系统地展开分析,他们首次较为全面地分析了

贸易自由化对营养影响的路径,发现贸易自由化可能通过货物贸易、贸易投资以及服务贸易三种渠

道对低收入国家的国民营养状况产生影响。此后,有关贸易对居民营养的影响结论受到了较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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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营养质量。例如,Hawkesetal(2015)
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促进了食品和服务的跨境贸易,贸易协定中的相关措施还提高了大型私营农

产品加工业的业务能力。在以小规模生产和零售为主的国家开展跨国经营,贸易自由化通过增加食

品数量和类型等可以促进居民营养摄入。Ravuvuetal(2017)研究发现,贸易协定在塑造国家食品

环境、食品可获得性和营养质量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还通过分析斐济粮食进口与营养

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斐济的健康食品数量在贸易开放之后显著增加,如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

全谷物精制谷类食品等。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贸易开放可能不利于改善居民营养。例如,Atkin
(2013)采用印度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并通过观察印度境内州际移民的消费模式发现,如果印度

放开其国内农业贸易,那么每个地区的首选食品价格都会上涨,消费者不愿意替代这些食物,贸易必

须产生更大的经济收益才能够避免居民的营养损失,而由于贫困和饥饿的无地家庭在当地主食消费

中所占份额更大,贸易开放后居民营养将受到严重打击。Rayneretal(2006)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

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贫困国家摆脱贫困,提高食品供给量,然而也可能通过传递不健康的饮食

方式造成地方“饮食过度”产生营养过剩等问题,不利于居民健康质量提高。
(二)贸易与食品安全

有关贸易与食品安全的早期研究主要是依据国家收入水平进行讨论,高收入国家在贸易上制定

了更加严格的安全管理条例,贸易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提升政府的监管意识提高食品安全质量,而
在低收入国家,贸易规模扩大化并不意味着贸易安全监管能够及时到位,难以短期内实现食品安全

质量保障(Labonté,2019)。后续研究则可以依据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关系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观点认

为贸易对食品安全存在积极影响。Khanetal(2012)以农业中转基因生物(GMO)的食品安全进行

案例分析发现,随着转基因食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政府部门与相关安全机构会增强对转基因食品的

重视,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从而能够有效改善食品安全质量。Otsuki& Wilson(2016)研
究了食品安全标准与全球食品贸易模式的关系,他们基于15个进口国(包括4个发展中国家)黄曲

霉毒素标准和出口数据研究发现,食品安全标准与贸易规模呈现出正相关性,提高食品安全性能够

有效地促进贸易收益增长,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贸易体系的完善也利于进一步严格化食品安全标

准,从而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第二类观点则认为贸易开放对食品安全会产生不利影响。例如,Ercsey-
Ravaszetal(2012)研究指出,在日渐复杂化的贸易网络中,国际农产品贸易网络(IFTN)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高度异质且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其节点和边缘分别代表国家和进出口流量,其中约有7个国

家构成贸易中心,每个国家大约与世界上77%以上的国家进行贸易,食品中的潜在污染物的传播会

更加迅速,从而容易导致区域性食品中毒暴发案件。Mcmichael(2001)研究指出,贸易自由化已经对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带来明显的负向影响,贸易市场的开放导致东南亚国家在玉米种植等农

作物培育多样性上受到挑战,转基因农作物的大量种植损害了原有主食农作物的培养,危害到当地

的粮食安全。
(三)贸易与疾病传播

针对贸易对疾病产生以及传播的影响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疫病,
从而不利于居民健康。例如,DeVogli&Birbeck(2005)认为贸易开放会增加妇女和青年遭受商业

性行为和性虐待的机会,而妇女接触商业性行为和性虐待也会增加婴儿感染母婴艾滋病病毒的机

会。Kareshetal(2005)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会诱发疾病传播,以全球野生动物贸易为例,其不仅威

胁到牲畜、农村生计和本地野生动物,而且还可能威胁到人口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由动物贸易引起的

疫情在全球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Labontéetal(2011)认为全球贸易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的慢性病发病率有关,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传播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和危害健康的

贸易产品有关,这些贸易产品对仍然面临高传染病负担的国家形成了特殊挑战。他们的研究通过分

析贸易对慢性病的三个关键危险因素(不健康的饮食、酒精和烟草)的影响发现,全球化贸易在传播

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中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提出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改变卫生行为的干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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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自愿的企业责任上。Mottaetal(2017)基于喀麦隆西部和中部的牲畜贸易网络进行问卷调查分

析,首次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动物贸易活动对地区传染病传播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界不存在阻止

病原体传播的障碍,非邻国在流行病学上也存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贸易能够引发疾病传播

的结论。
以上有关贸易与健康的直接关系研究反映了当前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贸易发展的同时

意味着区域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伴随着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低收入地区居民可能获得更多的营养补

给,但同时也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隐患的增加与疾病发病率的上升,从而威胁居民健康。这种影响在

诸多研究中得以验证,但是针对不同地区,贸易产生的营养效应、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疾病传播问题的

根本原因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其中,应当更加重视贸易政策与食品安全等管理条例对健康的直接影

响研究。

三、贸易对健康的间接影响

贸易除了通过营养水平、食品安全和疾病传播等路径直接影响居民健康状况之外,也可能会通

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路径对居民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基于Grossman的环境经济理论,工资、医疗服

务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均会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因此,贸易是否会通过影响以上社会经济因素作用

于居民健康? 以下将逐一梳理贸易对健康产生间接效应的相关文献。
(一)贸易与劳动力就业

贸易的开放通过影响劳动力就业可能会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其原因在于贸易的发展能够改变家

庭以及企业面临的激励措施,增加员工收入和福利所得,从而对居民健康支出产生影响(Felbermayret
al,2009)。劳动力就业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就业水平、工资水平以及工作时间的变化(Egger&Etzel,

2012)。由此,下文就贸易通过就业、工资以及工作时间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

1.就业水平。在就业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上,众多学者聚焦于失业和健康状况的关系,
相关研究指出,失业人群的扩大会导致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恶化(Kalwij& Vermeulen,2010)。从贸

易视角分析,贸易主要作用于就业率以及就业结构进而对居民健康状况产生影响。首先,在就业率

影响机制上,Wood(1994)研究指出,贸易规模扩大有利于增加社会劳动力需求和提高就业率,从而

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Johansson&Partanen(2004)认为贸易开放能够增加大量就业岗

位,从而可以保障低收入居民的食品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达到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效果。其次,在
就业结构影响机制上,Gindling&Robbins(2001)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致使劳动力结构变化,并通

过扩大不同技能工人之间的就业率差异对居民福利分配产生影响,进而不利于提高居民健康的整体

水平。Verhoogen(2008)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证实,贸易开放会增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比例,并
且拉大不同技能工人之间的福利差距,从而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健康质量。

2.工资水平。有关工资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均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Havemanetal(1994)基于Grossman(1972)的需求模型分析了工资水平与健康的关系,得出较高工

资水平能够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结论,较高的工资使工人能够负担得起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更

高质量的食物、更清洁的水以及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Averettetal(2017)研究了最低工资增长

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拉美裔妇女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工资增长能够促使女性接受高水平的

医疗服务从而提高健康质量。从贸易视角来看,贸易主要通过影响工资增长以及工资差距对居民健

康产生影响(Beriketal,2010)。首先,在工资增长上,Jayanthakumaranetal(2013)通过分析贸易行

业的工资溢价发现,贸易行业的薪酬水平明显高于非贸易行业,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提高薪酬水平

增加居民消费和健康支出,从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其次,在工资差距上,部分研究显示贸易开放能

够扩大工资差距,从而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改善(Beriketal,2010),此外,也有少量研究坚

持贸易开放能够抑制工资差距从而改善居民健康(Standing,1989)。

3.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上,Steinmetz&Schmidt(2010)分析了工作时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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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影响机制,并假定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是导致工作压力的中介因素,由此分析发现,过长的工

作时间能够产生疲劳、心理抑郁和个人抱怨等问题从而有害健康。Żołnierczyk-Zredaetal(2012)的
研究也表明,长时间的工作可能不利于员工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能够合理控制工作时长的工人具有

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而从贸易视角展开的研究表明,贸易能够通过影响工作时长改变居民健康状

况:一方面,有研究表明贸易可以通过缩减固定工作时长从而提升员工健康质量。例如,Burgoon&
Raess(2009)研究发现,国际投资和贸易活动能够增强工作场所的非固定性,提高企业员工在标准时

间和工作时间灵活性上的讨价还价能力,通过缩减标准工时可以明显延长工人的休闲娱乐时间,进
而从整体上提高贸易行业从业者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贸易通过延长标准工时对员

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例如,Burgoon& Raess(2011)基于18个欧洲国际企业的调查数据展开研

究,其结果显示,在进口行业中,贸易活动的增加能够明显延长企业标准工时,在长期发展中将不利

于员工身体健康。Robertson(2000)使用柬埔寨出口服装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扩大贸易投资能

够增加企业工人的工作强度,当工作时间超过一定范围则会对工人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
(二)贸易与收入增长

在收入对健康的影响上,大多数研究认为收入和居民健康水平之间是线性增长关系(Benzeval
&Judge,2001;Chokshi,2018)。其中,Benzeval&Judge(2001)认为长期收入对健康的重要性大于

当前收入产生的影响,收入水平对健康的影响程度比收入变化更高,长期贫困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最

大,并且收入减少对健康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加对健康的影响。贸易层面的大多数研究表明,贸易开

放能够通过增加收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例如,Arnouldetal(2009)通过分析拉丁美洲三个国家

的贸易开放数据发现,公平的贸易开放有利于实现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增长,从而能够提高居民健

康质量。Blouinetal(2009)系统地分析了贸易对居民健康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发现收入因素在

贸易对健康的促进机制中贡献率较高,贸易开放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可以有效地提高家庭在卫生

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从而有利于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然而也有少量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

对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弱,从而对国民健康产生并不明显的促进效果(Huangetal,2011;

Gafnietal,1983)。其中,Huangetal(2011)研究发现,近年来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国民健康

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出口对劳动力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降低,从而

造成收入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效果显著性减弱。Gafnietal(1983)以加拿大贸易企业样本为对象研

究发现,贸易开放通过影响个人收入并不必然提高健康质量,这是由于贸易自由化虽然提高了工

资标准,但是员工并不一定会提高医疗支出以改善健康水平,相反可能会由于延长工时而对健康

产生不利影响。
(三)贸易与收入不平等

针对收入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是基于绝对收入假说的研究。Leigh
&Jencks(2007)研究指出,若健康对收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则从富人到穷人的平均转移就会增加,这
意味着收入的更平等分配能够改善人口健康。正如 Herzer& Nunnenkamp(2012)的研究证明,随
着收入差距缩小,人口健康质量能够大幅度改善。其二是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研究。个人通过将自

己与收入高于自己的他人进行比较来评估自己的幸福状况,收入不平等会提高部分高收入居民的健

康水平(Kawachi&Kennedy,1997)。例如,Zheng(2012)和Kondoetal(2012)的研究均表明,收入

不平等容易改善部分居民的健康状况。从贸易视角分析,贸易通过作用于收入不平等影响居民健康

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积极影响。例如,Calderon&Chong(2001)认为更大的贸易开放

度能够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从而改善居民福利分配以及健康状况。Leeetal(2017)的研究也

表明,贸易开放能够降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个人幸福指数与健康

水平。第二类是消极影响。例如,Herzer& Vollmer(2013)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能够加剧低

收入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扩大居民消费差距和医疗支出差距,不利于整体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第

三类是不显著影响。例如,Dollaretal(2016)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分析显示,贸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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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并不能通过影响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四)贸易与环境污染

在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方面,Copeland&Taylor(2004)基于Grossman(1972)开创

的健康生产函数提出,一方面,因为环境污染加速了个体健康的折旧速度,对个体健康产生直接的负

面效应,因此,在污染严重地区居住的人更容易患病;另一方面,在存在环境污染时,通过个人锻炼身

体等方式来增加健康投资的生产率将会大幅度降低,即环境污染还通过作用于其他健康因素间接地

降低健康产出。从贸易视角来看,贸易通过作用于环境变化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研究并没有达

成一致结论。一方面,从一些跨国样本分析来看,贸易似乎是好的或者至少对环境并不是有害的

(Levinson,2009;Copeland&Taylor,200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波特假说”,即贸易带来的

技术创新能够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从而改善环境质量。例如,Lovely&Popp(2008)研究发现,自由

贸易增加了部分地区获得无害环境技术的机会,贸易活动中伴随着技术交流和知识溢出,无害的

环境技术的引入能够有利于环境治理工作,从而改善国民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Levinson(2009)
也认为,贸易带来的技术创新能够增强美国制造业的污染治理能力,从而通过改善环境质量对国

民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贸易开放产生了更多的污染排放从而不利于居民

健康。例如,Managietal(2009)研究认为,贸易开放实际上会导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硫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其原因在于,贸易可能导致较不发达国家采用宽松的环境标准来吸引跨国

公司投资和出口污染密集型商品,也就是所谓的“污染天堂假说”。Briggs(2003)研究指出,全球疾

病负担的8%~9%可能是由环境污染造成,自由贸易造成与货物运输有关的污染增加,从而不利

于居民健康。Cole(2004)利用有关污染密集型产品南北贸易流的详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

贸易开放背景下污染产业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国家的迁移现象,并且在控制贸易开放和结构变化

等变量后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物排放量,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健康产

生不利影响。
(五)贸易与公共服务

在有关公共服务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上,Grossman(1972)基于健康需求理论研究发现,居民的健

康由个人收入、生活方式、教育服务和卫生医疗服务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中,接受教育能使人更具健

康和安全意识,培养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尽量规避健康风险;卫生医疗服务则可以通过治疗和

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从贸易视角来看,贸易通过影响公共服务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

消极方面。一方面,Rodrik(1998)在其开创性工作中提出了贸易风险能够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居

民健康状况的新观点,其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指出了更开放的经济体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冲击而面

临更高的贸易风险,而为减轻这一外部风险,各国政府必须增加公共支出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Siddiqietal(2010)以多个东地中海区域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地改善国

家内部的卫生服务质量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少量研究指出,贸易开放通

过缩减公共服务支出不利于居民健康。例如,Ferris& West(1996)研究发现,美国1959-1986年间

的贸易开放程度逐步提升,但由于贸易开放涉及更多税收竞争,而政府增加税收(尤其是资本税)的
能力较弱,致使公共部门的支出规模受到限制,从而弱化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不利于提高居民健康

水平。Borcherdingetal(2005)针对1970-1997年间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研

究结论。
(六)贸易与对外援助

Owen& Wu(2007)研究发现,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容易获得更多的贸易援助,特别是供水和卫

生援助,这些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当地婴儿死亡率和提高居民预期寿命。Yogo& Mallaye(2012)以

2000-2010年间28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为样本对卫生援助与居民健康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
贸易开放能够增加当地得到医疗援助的次数,并且每增加一次医疗援助,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会提

高0.14%,艾滋病毒感染率下降0.05%,婴儿死亡率下降0.17%。随后Masud&Yontchev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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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规模的扩大不仅促进政府组织的对外援助,也提高非政府组织的援助频数。
其中,非政府组织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婴儿死亡率,甚至比官方的双边援助更有效。然而,也有部分研

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例如,Martínez-Zarzosoetal(2009)认为是对外援助促进了贸易扩张,而不是

贸易促进对外援助;并且,由于对外援助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与幸福指数,从而促进了国家间贸易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Wilson(2011)以96个高死亡率国家的健康发展援助(DAH)为样本进行研究发

现,对外援助(包括水项目援助和卫生项目援助等)对居民死亡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贸易对健康产生间接影响的文献上,大量研究从不同路径上论证了贸易的健康效应。首先,

在贸易的就业影响上,就业水平、工资和工作时间均对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贸易通过就业、工资与

工作时间对健康的影响都存在多重性。其次,在收入效应上,大多数研究认为贸易通过提高收入能

够促进健康,极少数认为贸易并不能通过收入效应促进个人健康水平提高。再次,在贸易的收入不

平等的效应上,不同研究得出的该路径下贸易对健康的影响结论差异较大。此外,在贸易的环境污

染效应上,由于贸易产生的“波特假说”效应与“污染避难所”效应的交错性,难以得出贸易通过作用

于环境如何影响健康的统一结论。最后,针对贸易通过公共服务和对外援助产生的健康影响研究,
由于公共服务内生于政府支出,其对健康的影响难以定论,而对外援助对健康产生的积极效应则得

到大量研究的支持。

四、贸易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以上针对贸易与健康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文献梳理基本涵盖了国外针对该问题的研究进

展的大部分内容。然而,近年来由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差异产生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在国

家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健康不平等不仅有碍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同时也

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各国人民和谐共处(Schrecker,2016)。随着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
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探究成为学界的研究重点,而贸易作为一种国家间的交流手段,其对健康

不平等能否产生影响在国外研究中也得到一定重视。为此,这里我们针对贸易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进行进一步的文献梳理。
(一)健康不平等的含义

一直以来,健康的平等性问题都是各国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等关注的焦点,实现健康平等是全球

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Grossman&Helpman,2018)。目前,学界针对健康不平等的概念尚未形成统

一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研究学者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分析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例如,Blas
(2008)采取了三种不同方式对健康不平等进行刻画,第一种指健康劣势,主要是指群体与社会之间

存在的显著差距而产生的健康差异;第二种指健康差距,主要是指生命个体间的健康状况的差异;第
三种指健康梯度,即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整个人口谱系产生的健康状况的差异。Wagstaff&
Doorslaer(2016)则提出健康不平等的范畴应当是纯粹状态下的健康不平等与社会经济产生的健康

不平等。基于已有的研究,健康不平等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两种:其一,从狭义的概念上来看,健康不

平等是指处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比如经济收入、教育背景等方面)的群体之间存在的健康差异(Ar-
cayaetal,2015)。其二,从广义的概念上来看,健康不平等的含义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个体健康状况

的不平等问题,还包括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不平等,即在获取卫生资源、生存收入以及舒适环境上

的机会不平等(Schrecker,2016)。本文针对贸易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梳理主要是基于广义概念下的

健康不平等展开。
(二)贸易与健康不平等

目前,有关贸易开放对健康不平等的直接影响研究尚少,而针对贸易开放产生的各类社会经济

变化,其对健康不平等的间接影响研究较为丰富,因此,理解贸易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能够从贸易产

生的各类社会经济因素展开,例如,经济差距、卫生条件差距和环境条件等。

1.经济差距。在众多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均被认为是导致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Kaw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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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1997;Doorslaeretal,2006)。一般来说,具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也往往拥有着更

好的健康状态,而针对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经济收入是导致健康不平等的核心因素,贫富差距与健康

不平等的关系已经在诸多研究中得以验证(Doorslaeretal,2006;Stercketal,2018)。Doorslaeret
al(2006)通过分析几个OECD国家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发现,贫富差距显著促进个体之间的健康不平

等。Houwelingetal(2003)利用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集以及1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验证据研究

了经济差距对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麻疹免疫覆盖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贫富差距越高越容易

产生健康不平等现象。从贸易视角来看,贸易开放会通过扩大经济差距影响国家或区域间的健康不

平等发展。Tausch(2012)分析了183个国家的跨国公司贸易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认为跨国公司贸

易能够显著扩大经济差距,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状况。尽管跨国公司的渗透确实能够导致短期经济

增长效应,但跨国公司贸易的发展模式产生的负向影响更高,尤其在预期寿命和儿童死亡率方面影

响显著。Chokshi(2018)进一步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扩大国内贫富

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则造成不同收入群体获得医疗帮助的机会不平等,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的

发展。

2.卫生条件。从全球健康不平等的分布来看,经济社会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度较高。不少

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区域的卫生基础设施较差,卫生条件的滞后造成区域健康不平等程度较为严

峻。与之相反,拥有优质卫生条件以及医疗服务的地区居民往往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能够获取更

加公平的医疗机会和福利,健康不平等现象能够得到有效抑制(Tausch,2012)。从贸易视角来看,贸
易开放会改善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区域的卫生条件,从而降低区域健康不平等程度(Waitzkinetal,

2005;Bohme,2010)。其作用机制在于贸易开放有利于提高政府收入,从而能够改善低收入地区的

公共卫生支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健康不平等(Bohme,2010)。此外,贸易

开放能够增加较为频繁的对外援助活动,其中的医疗援助也能够提高落后区域获取医疗机会的平等

性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进一步抑制健康不平等(Waitzkinetal,2005)。

3.环境条件。在健康不平等方面,许多早期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社区更容易遭受环境污

染的威胁。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不同群体间和个体间暴露于环境污染风险中的概率不一样,
由此可能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引致的健康水平差异(Helpmanetal,2017)。从贸易视角分析,一方

面,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发展中国家污染排放从而加剧国家或区域间的健康不平等。例如,Richard-
sonetal(2013)以欧洲国家为对象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加剧了环境污染对东欧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不

良影响,从而扩大了东欧地区与西欧地区的健康差距。另一方面,贸易开放能够扩大微观个体之间

的收入和经济地位差距,从而造成不同群体在环境污染中的不平等处境。例如,Bontems& Gozlan
(2018)认为贸易自由化往往会导致低收入群体面临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造成不同收入个体之间

的健康不平等。
(三)贸易政策与健康不平等

贸易政策对资源分配具有高效的驱动力,通过作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所得与福利分配影响

居民健康水平。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引起的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积累有助于减轻贫困和提升

全人类的健康水平(Ebert,2013;Smithetal,2009)。然而在现实中,如果贸易自由化做得不好,贸易

政策和协定则会加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Burnsetal,

2016)。

1.不健康食品。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签订会对不同种类的产品贸易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增

加对健康有害的商品贸易,尤其是烟草、酒精和高度加工食品,由此导致的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传播加

剧了国家间的健康不平等(Feldbaumetal,2010)。(1)烟草。研究结果指出,每年有近600万人死

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险(Drope&Lencucha,2014)。
为了降低烟草对居民健康的危害,“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和自愿准则对烟草制

造与贸易做出规制,包括增加烟草产品税,在公众地方和工作环境中实行无烟政策,禁止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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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和赞助等(Lencucha&Drope,2015)。然而,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法对烟草规制条例

提出质疑,由此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烟草行业的管制放松,增加了烟草产品的进口,也扩大了烟草业的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健康不平等(Primacketal,2012)。(2)酒精。每年由酒

精问题导致的死亡占全球死亡率的3.8%,占全球疾病负担的4.6%(Zeigler,2010)。与烟草一样,
酒精控制措施力求减少居民获得酒精的机会,通过提高价格、限制广告和促销以减少酒精消费,从而

缓解相关的健康问题(Zeigler,2010)。而自由贸易协定(FTAs)能够帮助酒精相关企业以限制贸易

为由对这些酒精控制措施提出质疑,从而促进酒类公司的更多供应和进入(Baumberg& Anderson,

2010)。在酒精控制放松的地区,酗酒等不健康习惯容易造成低收入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导致

个体间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加剧。(3)高度加工食品。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制定和全球市场一体

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肥胖率和与饮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Blouinetal,2009)。
肥胖率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主要归因于以高热量食物为主的食品供给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低收入国家的食品供给结构变化尤为显著,健康不平等现象更加严峻,肥胖率和非传染性疾病的

发病率正在接近或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Beriketal,2010)。并且,针对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NAFTA)的影响研究也指出,通过增加加工食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够促进低收入地区形成不

健康的饮食方式,从而不利于贫困地区健康发展,进而加深不同收入国家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Hawkes&Thow,2008)。

2.药品。在多边贸易规则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保

健服务部门的相关性较高,因为它们管理与卫生有关的服务以及药物的生产和贸易(Gleesonetal,

2013;Thow&Gleeson,2017)。药品作为贸易中最重要的健康产品,贸易价值占所有健康相关贸易

总额的55%。世界卫生组织将“获得药品”定义为可获得的最基本的药物,数量至少有20种,这些药

物是一般居民可以获得和负担得起的,而负担能力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药品供应不足的最常见原

因。针对药品的供给,各国政府有自己的法规来帮助实现“获得药品”的政策目标,但是,自由贸易协

定中的条款可以影响这一规定,从而影响药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Hassetal,2001;Gleesonet
al,2013)。例如,Gleesonetal(2013)的研究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破坏了新西兰药物管理

局的医疗公平,造成部分地区获取药品的机会不均等。Hassetal(2001)发现区域贸易协定中扩大

的知识产权条款超出了“涉贸知识产权协定”所要求的范围,不仅仅是给予少数公司以保护主义的垄

断特权,还挫败了市场竞争,这些行为导致药品价格人为地保持高位,从而限制一些贫困地区获得药

品的机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3.跨国医疗服务。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影响,全球各个国家之间能够进行谈判并且

开放医疗服务的贸易市场,有效地促进了全球医疗服务的贸易自由化,也逐步增加了医疗服务领域

的跨国贸易活动的频繁度。Kshetri&Dholakia(2011)认为,在医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不少

国家的医疗条件与服务质量均得到有效改善,医疗方式的多样化与先进性有效地提高了居民的健康

水平。此外,贸易制度保障下的就医支付的安全性提升,使得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也得到保障。但是

也有研究指出,服务贸易政策也给医疗保健服务的贸易活动带来风险。例如,Johnson& Garman
(2010)研究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之下,医疗专业人才会向高收入国家集中,从而造成低收入区域

的医疗服务人员流失严重,加剧区域间的健康不平等。并且,Bhat(2015)研究发现,由于医疗服务的

投资具有较高的利润回报,在贸易政策的庇护下,投资者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高收入地区医疗服务的

供给规模,而忽视贫困地区医疗服务投资,从而加剧贫困地区的健康问题。

4.环境污染。贸易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环境保

护的优先事项以及卫生政策似乎都要让步于对贸易投资的保护(Damaniaetal,2003)。Wagner
(2004)认为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已经深入国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地区政府实现环

境目标的能力,导致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仲裁中,有许多环境

政策在国际投资方面受到挑战,包括在农业化学品使用和水资源方面(Frieletal,2015;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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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其中,Frieletal(2015)研究指出,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部分条款限制了国家对化学药品和农药

的使用以及其他可能损害空气、土壤和水质的农业副产品的监管权力,致使部分地区产生的环境污

染得不到及时治理,从而威胁部分地区居民健康,加剧区域间的健康不平等。Chang(2017)的研究也

指出,自由贸易协定虽然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贸易协定缺少对环境不友好贸易产品

的限制,从而造成不同地区面临差异性的环境威胁,加剧区域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综上所述,一方面,贸易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差距、卫生条件的差距以及环境变化对健康不平等产

生影响,其中针对经济差距路径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研究结论也较为统一,即贸易通过扩大经济差

距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大多得出贸易政策通过保护投资者

权益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的结论。首先,国际贸易法、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等贸易政策在实施的同时会扩大不健康食品(如烟草、酒精和高度加工食品)的贸易规模进

而加剧政策管制放松地区的健康不平等。其次,贸易政策通过影响药品的价格管制造成市场垄断,
加剧了区域健康不平等。再次,分析贸易政策下的跨国医疗服务,在促进了低收入地区医疗供给的

同时,也容易造成贫困地区的医疗人才流失,即跨国医疗服务对地区之间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双

重效应。最后,在贸易政策下的环境污染中,贸易政策可能不利于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从而加剧区

域健康不平等。

五、简评与展望

(一)简要评述

贸易与健康的关系研究虽然在学界得到了较高的关注,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基于此,
本文梳理了过往的贸易对健康影响的主要文献。

第一,本文梳理了贸易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研究。贸易主要通过营养水平、食品安全和疾病传播

等渠道影响居民健康,大部分研究认为贸易开放能够提升低收入国家居民的营养摄入,从而提高居

民健康质量。同时,贸易开放也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和疾病传播,这些负面影响有待贸易政策和卫

生条例的进一步完善方能予以解决。虽然有关贸易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学者们也

采取了不同视角予以分析,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一定不足:(1)有关贸易对居民营养的研究样本大

多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低收入地区,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实证研究依然并不充分。(2)贸易对食

品安全的影响分析多是基于贸易规模这一视角展开,由于各国对进出口贸易中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

和政策的差异,政策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单从贸易的数量特征分析其是否产生食品安全隐患

难以准确反映现实。(3)已有贸易对健康直接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缺乏大数据的

佐证。
第二,在贸易对健康的间接影响路径上,诸多文献验证了贸易开放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就业、收入

增长、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以及对外援助会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值得说明的是,贸易

开放产生的就业、收入以及环境污染等作用路径在实证分析中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这可

能与不同国家贸易背景的差异相关。以上研究文献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大多数实

证研究都缺少对贸易开放与健康状况的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进行反思,内生性也是导致贸易与健

康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的原因之一。(2)针对贸易开放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就业、收入以及环境污染

进而对居民健康产生不确定影响这一事实,仍然是理论分析多于实证研究,现有的文献仍然缺少微

观数据的进一步验证。(3)贸易对居民健康的间接影响机制主要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进

行分析,其中是否还存在文化因素或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这一点还未有研究涉及。
第三,本文补充了健康不平等的相关研究综述,强调了贸易开放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为解

决区域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还进一步综述了贸易政策对健康不平等的

影响,发现大多数的案例研究均支持贸易政策加剧了健康不平等这一结论,从侧面指出须对贸易政

策和食品管理、环境政策以及药品管理条例等进行综合考虑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些政策研究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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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有效地避免了贸易与健康不平等的内生性问题,然而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微观层次实证研究

的佐证,已有的研究多是基于统计数据以及案例分析,这一点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1.健康领域与各学科的交叉。如何进一步细化贸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要结合人口学、卫生

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尤其在考虑贸易政策对健康的影响机制时,更需要考虑到贸易政策

产生的影响波及了哪些学科领域,这些政策影响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可能是复杂且交错的。因此,在
今后针对贸易与健康的问题上如何综合各类学科领域的理论和观点,是难点也是创新点。

2.健康数据库的完善。目前有关贸易与健康的研究主要是采取了国家层面的居民死亡率或者

预期寿命等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居民健康数据库的建立与健康调查数据库的完善对我们进一步拓展

贸易与健康方向的研究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贸易数据的采集主要以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

为主,数据单位是企业或产品,而健康水平主要是针对个人特征的评估,因此,如何匹配好贸易数据

与个人健康数据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3.系统化研究框架。有关贸易与健康的研究主要以国外研究为主,并且在过往研究中多从零碎

的社会经济因素展开,目前仍然缺乏针对贸易与健康关系的系统化分析框架。将贸易开放产生的各

类变化,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等统一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将能够

进一步完善贸易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得到更深刻的研究结果。

4.贸易方式对健康的影响研究。目前有关贸易与健康的研究多是基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进出

口规模以及投资规模,对贸易方式的细分研究较为缺乏,不同贸易方式都会对商品生产和运输产生

差异性影响,从而影响劳动力流动、工资变化以及福利差异,对居民健康也会产生差异性冲击,因此,
细分贸易方式对健康的影响机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5.贸易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共同关

注的重要问题,有关健康发展的不平等问题也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针对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国
内学者主要从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变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国内研究中尚未出现贸易开放对

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开放是否也会影响我国区域间的健康不平

等? 这一点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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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ImpactofInternationalTradeon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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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Rapid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tradehaspromotedeconomicgrowthandsocialprogress.Butdoes
tradechang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ndaffectthehealthofresidentsatthesametime?Thispapersystemat-
icallyreviewsthestudiesontheimpactofinternationaltradeonhealth,withemphasisonthedirectandindirecttrans-
missionchannelsoftradeonhealth,theformerofwhichismainlyreflectedinnutrition,foodsafety,anddisease
transmissionchannelswhilethelatterofwhichemployment,incomegrowth,incomeinequality,publicservices,envi-
ronmentalpollution,andforeignassistance.Inaddition,thispaperclarifiestheconceptofhealthinequality,how
tradeaffectshealthinequality,andtheimpactoftradepolicyonhealthinequality.Finally,onthebasisofsummingup
thecontributionsandshortcomingsoftheexistingstudies,thispaperdiscussesthedirectionsforfutur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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